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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生成逻辑与现实路径∗

龙 静 云　 　 　 孙 银 光

　 　 摘　 要：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 国家认同教育具有维系国家稳定

性存在和个人本体性安全的价值。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交错的复杂时代趋

势，国家地位受到冲击，国家认同教育面临着一些困难。 为应对这种变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有必要从国家的制

度性优化、社会的公共性赋予和公民的反身性筹划等路径来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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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是实行

“一国两制”的国家。 这种由于历史原因孕生的复

杂而独特的现实，使部分公民对国家的整体性认知

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推进国家认同教育来巩

固和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在新时代的境遇下，经济全

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

观念碰撞，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国家

间多层面的冲突更加剧烈，这些都对公民的国家认

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家认同教

育依旧局限于传递国家的宏大叙事、文化的对立冲

突、价值的集体统摄等，就可能不利于持续激发和聚

合公民认同国家的动力，甚至有可能导致公民对国

家认同的表达走向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 有鉴于

此，在新时代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

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追问，以寻找国家认

同教育的发展逻辑，探索公民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和价值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公民和国际

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 那么，国家认同是如何

产生的，国家认同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这是

本文首先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讨的问题。
１．国家认同的原初特质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逐渐面

对诸多“他者”的存在，这让个体会持续追问“我是

谁”“我们是谁”等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以明晰自

身存在的意义并获得归属感。 这种对归属感的本能

追求会唤起个体的本体性焦虑，并不断被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所回应或塑造。 “在传统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被例行化的日常生活所代替，‘意义’
已经居于私人和群体边缘的条件下，滋生于语言共

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

起以维系本体安全。” ［１］ 而国家作为语言和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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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具象载体，便成为人获得群体归属感的对象，
并发展为个人最大的首属群体，从而催生了国家认

同的出现。 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国家认同是一种具

有差异性的群体成员通过相互承认而结合成“国
家”，并将之作为身份和情感归属以消除存在焦虑

而产生的自觉认同。 国家认同是基于生活事实的，
却也是“想象”的［２］ 。 它涵括两个相互冲突的截

面：一面是“同一性”，即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

确认实现自我归类；另一面是“差异性”，即主体借

由构建某些标准以实现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规定

性。 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这种求“异”的过程通常以

建构某种“偏见”的方式得以实现，携带着明显的我

国中心主义色彩［３］ 。 可以说，国家认同最初是通过

“想异”而“构同”实现的，借由想象出对立面的“他
者”，进而建构出“我者”的认同。 在这种建构逻辑

下，“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

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４］ 。 这导致个

体在形成和表达国家认同时常常携带着某种非此即

彼、情感对立的色彩。
对国家认同进行具体分解，我们会发现，就其对

象的性质而言，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性认同态度。
它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制度的承认，是
对以宪法为支撑的国家政治体系、法律规章的认可。
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

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 ［５］ 。 因此，国家

认同伴生着明显的政治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国

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 就其主体的身份而言，
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国家公民。 公民在心理层面将自

身认定为归属于某个国家，形成一种归属性认同；同
时承认并肯定相关的政治体制，形成一种赞同性认

同［６］ 。 这两种认同的交叠，构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

基本形态。 作为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身份表征着

平等性与开放性。 前者是指无论种族、肤色、文化习

俗、历史传统等有何差异，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资格

都是等同的，都可以也应该认同自己的国家；后者是

指公民身份不是封闭和固定的，个体可以依法选择

自己的国籍，决定认同的国家。 以此观之，国家认同

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认同。 就其形成的方式而言，
国家认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维

系不再基于同宗同源的宗族关系，而是依赖于不同

成员对制度生活的共同参与、相互承认。 “一个国

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

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７］因此，与基于自然归属感的

原生性民族认同有所不同，国家认同不再完全扎根

于血缘、种族或生活方式的共同性，而在于公民积极

地民主参与和权利实践。 可见，真正的国家认同应

属于一种建构性政治认同，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双

向建构，即国家的制度品质决定着塑造公民形成国

家认同的能力，而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也影响

着国家的制度品质。
２．公民国家认同的价值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通过处理制度信息、文化

传统、民族意识、历史知识、道德观念等材料，并按照

国家要素重新安排其意义，以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

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 就目前而言，国家依然是

当今世界主导性国家形态，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政

治单元。 为了维持、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存在，国家必

然会推动国家认同的建构工作，而国家认同教育正

是优先选项和基础工程———通过系统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普及民族文化和塑造国家形象，为实现塑造公

民形成稳定的心理认同感或独特的文化归属感进行

的制度化设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不断

加强国家认同，“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公民心中牢牢扎根” ［８］ 。 同样，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公民需要借由国家认同教

育获得群体认同以化解本体性焦虑，从而获得存在

的意义感。 因此，从国家和个人层面而言，国家认同

教育具有双重价值。
其一，国家层面：稳定性存续。 通过分析国家认

同的实质并结合相应的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公民

形成国家认同是一个区分内外群体并将国家置于核

心地位的过程。 具体而言，公民在接受国家认同教

育的过程中，通过识别共同特征将自我与他者区隔，
让自身归属于“我”国并产生“我”国偏好，从而形成

对国家归属和忠诚的确认。 换言之，当前国家认同

教育是通过对“我们感”的传递，培养公民产生一种

排他性认同，以此圈囿出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共同

体。 在共同体生活中，公民借由维持积极的国家认

同来提升情感依附保障，而积极的情感依附则来源

于“我”国与“他”国的有利比较。 因此，国家认同教

育是基于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实施效果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制度与结

构的优化程度和国家的公共性能力———公平分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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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秩序等，并在

国家与公民互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换言之，公民对

国家的认同取决于制度对个人权利和福祉的保障能

力，而国家认同也会反过来强化公民对国家的统一

性认识，消解公民对国家的离心力。 可见，这种国家

认同教育，能够将一定区域内存在差异性的群体成

员整合为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并共享一套制度安排的

共同体，让其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感，从而实现国家

的稳定性存续和发展。 尤其对于具有民族和制度多

样性的现代国家，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系

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９］ 。 然而，公民若是过

分热衷于偏好“我”国、偏见“他”国，既不利于对所

属之国形成整全的理性认识，也不利于国际理解。
一旦国家认同教育无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人们就

“不得不在各种矛盾的价值与利益中间巧妙穿行，
寻找既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又支持民族国家强势运

行的厚实理由” ［１０］ 。
其二，个人层面：本体性安全。 国家认同教育借

助例行化的意义传递和情境化的生活境遇回应了个

体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追问，促使公民对国

家赋予的群体身份进行认知、判断和确认，进而获得

归属感和意义感。 “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

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

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

有意 义 和 重 要 的， 以 及 什 么 是 浅 薄 的 和 次 要

的。” ［１１］但国家认同教育是基于国家对个体利益、
安全、权利的有效保护之上的，在此意义上，国家认

同可以为个体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心理依托，并
提供确定的价值指引，甚至可以说，它“是个人安身

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

生的社会价值所系” ［１２］ 。 基于此，国家认同教育通

过可视的国家物质形态、可感的国家集体记忆、可参

与的国家制度体系等方式，让公民在与国家互动过

程中形成基于整全认识的心理认同。 在国家认同教

育的牵引下，公民借由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行为，
从私己性领域过渡到共同体生活。 在积极参与和权

利实践过程中，公民会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

冲突，超越日常生活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实现从家庭

认同到家乡认同进而到国家认同的迁移，逐渐适应

并认可国家的规章制度和道德体系。 经由国家认同

教育的长期熏陶，公民会被整合为具有相似价值观

念的共同体成员，获得相同的情感归属和生存意义，

缓解存在性焦虑，从而获得本体性安全。 这种本体

性安全是个体对社会世界的信心或信任，以自我认

同与国家认同为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 当然，国家

认同教育确定了内容记忆、空间边界和交流网络，在
让公民获得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易于陷入缺少理

性审视和选择的境地。 一旦主流的国家话语、稳定

的文化传统抑或例行的教育形式被打破，公民的国

家认同所依赖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就会随之消散，从
而陷入存在性焦虑之中，甚至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由上观之，国家认同的原初特性决定了国家认

同教育往往以一种以异构同的教育方式，借由制度

信息、民族记忆和历史传统等教育方式，使公民形成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在此过程中，公民层面的存

在性焦虑被消解，回归到本体性安全；国家层面的离

心力风险被消弭，催生出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

产，这充分彰显出国家认同教育的功能性力量。 值

得注意的是，国家认同教育让公民在获得本体性安

全的同时，又维系着国家的稳定性存在，但也让其在

“我”国与“他”国之间划定了界限，在外界因素的刺

激下可能会异化出某种情感性偏见或情绪性对立。

二、公民国家认同的新时代之变

随着国际资本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

张，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切身可

感的特征，并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 与此相

伴的是，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始终阻碍着经济治理

和国际理解的进程。 “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
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

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

题。” ［１３］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快速扩散，作
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经济全球化受挫放缓、
人员和文化交流隔绝，进一步助推了逆全球化的趋

势。 在此复杂而紊乱的背景下，国家的地位处于动

荡之中，公民的国家认同也面临着冲击。
１．全球化涡流：国家地位的变化

在以往的国家生活中，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固

定，并受到自然衍生的民族文化、语言符号、风俗习

惯的滋润，与此同时，公民还处于稳定的集体教育情

境之中，国家通过严格的组织、被筛选的知识、构建

的氛围和较为严密的纪律以及生活现实、教育情境，
给公民以意义赋予和角色安排，因而很容易产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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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的心理认同。 于是，“国家认同由个体获

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参与的象征性文化活动（如语

言、信仰、习俗等）凝聚而产生” ［１４］ 。 可以说，此时

国家的地位是超然而稳定的，而公民的国家认同也

被赋予了原生性色彩。 与之相应，国家认同教育借

由“集体—学校—国家”同构的渠道对民族文化、风
俗习惯、历史知识等内容进行传递，很少受到异质性

教育形式和观念的挑战，从而让公民自然而然地形

成国家认同，生成民族意识。 即使偶尔有公民产生

了所谓“个人—国家”冲突的认同的怀疑，也不会形

成对整体性国家认同的挑战，因为公民的认知是规

整的、情感是稳定的、行为是统一的，对国家和民族

的认识不会表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特征。 这就是涂尔

干所言的：“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

识，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那么从

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
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 ［１５］９０ 因

此，这种国家认同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工程，而国

家作为公民认同的唯一对象不会遭到质疑。
与之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

时代背景下，作为公民认同对象的国家正受到以下

挑战。 一是去中心化的威胁。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超国家组织丛生，彼此错综交织，这让国家成为日益

增多的政治实体中的一员，其完全“独立行动者”的
地位正在受到侵蚀。 与之相应，“全球化在削弱国

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政治认同的 ‘去中心

化’” ［１６］ 。 二是泛边界性的冲击。 现代网络和交流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延展了人

们的生活边界和交流途径，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国家

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

域，相反，‘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会

不断挑战边界，直到动摇民族国家的大厦。” ［１７］ 随

着国家间界限的不断模糊，“我”国之同与“他”国之

异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个人对国家的理解逐渐变化，
甚至呈现出渐进融合的趋势。 但由于全球化具有一

些破坏性，例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

夺，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

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还有诸如价

值观念的冲突、移民的增长、恐怖主义盛行等，使得

逆全球化潮流也在涌动，并蔓延至多个主要发达国

家，致使国家间的交流被滞碍、边界被阻隔。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放大了逆全球化的

破坏性，暴露出超国家组织的虚弱性，也导致国家强

化了自身的优先地位，甚至让以“脱钩论”为代表的

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面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形

成的涡流，很多国家都卷入其中，陷入冲突、动荡的

境地。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经济全球化产

生了极大冲击，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也造成了影响。
“这种身份认同的改变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

法，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１８］于是，个
体身份认同已经转向基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

习惯等特征，凸显了民族差异而非共同，强调了国家

优先而非理解。 显然，处于全球化涡流之中的国家，
不仅地位受到冲击而不再稳固，其催生的国家认同

也面临诸多挑战。
２．多元化场景：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国家认同的实质是个体对从属于某个国家的认

可和确认，是主体在相关制度、历史、民族和文化特

质的基础上完成的意义建构，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

感。 “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
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体

幻觉，也来自权力机器和宗教启示。 个人、社会团体

根据社会结构、时空框架和文化规划，处理了所有这

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 ［１９］事实上，人
既是一种能动性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存在于

特定的时空之中。 这意味着国家认同是人在特定时

空境遇中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并非是主体单纯的意

识内化或者形象塑造，而是在不同诱因和压力下对

各种要素进行选择的结果。 然而，在当前国家认同

教育体系中，公民受限于教育的形式、活动的情境和

接受的观念，进行理性选择、自主建构的机会较少，
是在一元的国家话语、稳定的价值系统、统一的认识

路径中对国家形成认同。 国家认同教育会向公民传

递特定的“历史使命”———通过认同国家意志形成

政治忠诚，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 从数

十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国家认同教育体系在特定的

时空环境下确实具有消弭内部冲突、统合国家利益

的作用，有利于促使公民消除差异、凝聚共识，实现

民族力量的聚合。 然而，这种让公民被动地依附于

国家而获得的认同感是脆弱的，很容易由于外在环

境的变化或异质性思想的冲击而发生断裂，甚至出

现国家意识淡薄、国家认同薄弱等问题。
在新时代境遇中，由于人的自由流动和互联网

的发展，地域的隔阂被打开，文化的封闭被沟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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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价值文化被卷入充满冲突的全球文化系统之

中。 于是，外在的价值样态表现出多样化展示、流变

性呈现甚至断裂性改变，以至于人的观念及认同变

得更加多元。 “对多样化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

对正 统 观 念 的 挑 战， 如 今 变 成 了 正 统 观 念 本

身。” ［２０］在这种文化场景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出

现重叠而又变化的态势，导致国家认同的稳定性生

成基础发生改变，也让相应的教育体系不再稳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愈益严重，国际交往合作的系统

性风险上升，各国的“疫情文化”趁势抬头，导致民

粹主义混入多元价值、单边主义冲击国际理解，让原

本多元化的价值场景变得更加混乱无序，甚至冲突

和对立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
以往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中的语言符号、文化风俗、历
史传统等要素聚合在一起，提倡一元性的价值统摄

和集体性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培养公民生成非此即

彼的国家偏好和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难

以形成理性抉择能力，也就无法回应渐趋复杂且充

满变动的多元价值场景，这也让国家认同教育体系

的作用被渐趋弱化。 事实上，面对观念的分殊、价值

的驳杂，公民的理性分辨、选择和体认将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从而避免偏见意识的挟制和价值观念的

冲突消解多元理解的可能。 在一元价值和多元价值

冲突的境遇中，公民难以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反而

会因为价值的龃龉出现存在性焦虑。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是无可逆转的发

展趋势，但近几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仍然会扩散和

外溢，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巨大影响。 为应对外

在的冲击，国家必然会强化国别和民族意识，并辐射

到社会场域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同教育会

承担更大的压力。 若其依然聚焦于传递差异意识、
价值统摄，极有可能会导致公民无法形成稳定的国

家认同，而个体也难以获得本体性安全。

三、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现实进路

国家认同的变化不仅没有让人放弃对其进行追

寻，反而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 尤其

是在世界范围内重大疫情的威胁下，全球化形成的

共同体意识被撕裂，多元化造就的文化交互性被割

裂，而国家和民族的角色与功能反而得到凸显，这让

国家认同能够给予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会愈发强

烈。 然而，长期以来的国家认同教育在新时代境遇

下已经难以为继，既未能回应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

织的复杂局势，也无法处理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价值

冲突。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性优化、公共性赋予

和反身性筹划等角度，重新寻找国家认同教育的现

实进路。
１．以制度优化催生公民的国家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冲击、逆全球化的反复，民族国家

在多个层面面临着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扩

散，进一步催化了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乃至舆论安

全的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为了获得安全

感和归属感，会趋向于形成内聚性认同。 这让公民

基于民族特性、文化传统产生的文化—心理取向的

国家认同变得愈发强烈，但也更加强调文化的特殊

性、民族的差异性和国家的偏好性。 事实上，文化—
心理取向的国家认同无法应对紊乱的价值观念和网

络信息，也难以引发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构和

优化。 其实，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日益上升的生

活风险，使公民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因此，面对有别于以往的内外压力，国家不

应将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置于主导地位，而应着力进

行现代化制度建构和治理体系完善———以公民的福

利、幸福和尊严奠定国家认同的基础，从而降低国家

面对的风险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严峻

的发展环境下，更要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

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善
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２１］ 。

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公民基于政治—
制度形成的赞成性国家认同会凸显出独特的价值。
这种认同形成于公民对现代化制度建构的理性认

知，并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激发的热情。 可以

说，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

和单边主义观念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现代国

家建设所形成的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以国家制度及

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最为关键。 或

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国家的现代化建构———治理制度和结构体系的优

化，并在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塑造中形成。 有鉴于此，
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基础必须由传统的国家

话语、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转变为国家制度与公民

的有机互动，从而让公民在与之相互形塑的过程中

生成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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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应是一种以认

同国家制度的公民为主体，通过审慎分辨、理性选

择、实践体认等方式形成规范、协调“国家—公民”
关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教育形式。 它培养公民形

成的是关于国家制度与公民关系的间性道德，是一

种嵌入制度生活的生成性认同。 这意味着公民的新

时代国家认同涵括三种特质：一是以群体认同为心

理基础，二是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三
是以制度生活为生成场域。 因此，在新时代国家认

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不再是单向的行动，而
是双向的互动，既依赖于国家制度对公民国家认同

的建构，也依赖于公民建构自身的国家认同。 在这

种双重建构中，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形成的选择是基

础，而国家为每个人生存与发展所营造的整个国家

结构体系是关键［２２］ 。
换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不应再简单地坚

持并强调“我”国偏好，而应让公民身处与国家制度

的良好互动关系之中，以此来判定“我”之意义与归

属，并确认“我们”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包容什

么、完善什么，进而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 其实，在
这种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以制度生活

为生成场域的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公民关注的是

国家制度的一致性、国家之间的共同点，能够形成国

际理解和人道主义情感。 显然，国家的现代化制度

建构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基本前提。
２．以公共生活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个体认同的一部分，是公民对自身

国家身份的确认。 “它是一种个体自觉意识的形

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别出与我们有共

同身份的人和我们具有特殊责任去帮助的人。” ［２３］

可见，国家认同是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前提，以归属

感、意义感、忠诚感等为情感性表达，最终表现为在

公共生活中的行动实践。 或言之，公民对共同体利

益的自觉服务，对公共善福祉的自觉诉求，构成了自

身践行国家认同的意愿和能力。 这意味着公共行动

不仅是公民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商谈并达成和

解的工具，也是公民表达国家认同的方式，更是国家

认同的生成机制，其核心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和事务

的参与，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如网络监督、
言论发表、关注社会公共问题。 社会公共生活之所

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不是“你”或“我”的独自生

活，而是“我们”的共同生活；公共生活的依据也不

是“你”或“我”的行为偏好，而是“我们”共同协商

形成的共识，这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生成领域，
其最重要的特性是“他人的在场”。 “被他人看到或

听到的意义都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

的角度来看和听的。 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所

在。” ［２４］正因为每个公民都存在立场和观念的不

同，这要求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不仅要分清彼此之间

的界限，也要在寻找到双方互恰的状态下形成共同

体，并在共同生活中获得“我们感”。 这种“我们感”
不再是基于对对立他者的共同排斥，而是形成于公

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 公民以此为耦合点

生成的国家认同，注重的是涵括个体差异性的共同

体利益，即并不是无视差异，更不是消除差异，而是

要整合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可以让

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学会共存、包容差异，进
而形成国家认同。 因为一元价值奠立于独有的文化

传统、语言符号、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以此形成本

位观念和分界意识，在传递时会出现价值观念外溢，
让公民在其引导下产生价值偏好，无法包容文化差

异和利益冲突。 社会公共生活则尊重话语多样、利
益多元和个体差异，让公民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求同

存异，能够有效清理极端一元价值的生存土壤。 因

此，作为一种以公共价值为引领、以利益耦合为取向

的公民自主建构的生活形式，社会公共生活可以为

公民生成新时代国家认同提供生成场域。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不再是国家话

语的单向接受者，而是拥有权利和义务、理性能力和

批判精神的国家公民。 他们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

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包括且不限于勘定国家与公民

的关系、检视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形成国际理解和人

道主义等，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以
此生成认同国家的行为动机和理性表达。 当公民在

真实的公共行动中形成理性的国家认知后，会逐渐

内化为一种切己的情感体验，而让国家认同不再仅

仅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精细比较和置换。 作为

一种情感体验，国家认同对公民的认知、行为具有强

大的驱动、催化和调控作用，并且会在作用的过程中

被进一步强化。 “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寓于’理性

认知……深刻的理性认知激发着深切的情感体验，
深切的情感体验强化着深刻的理性认知。” ［２５］值得

注意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与公民国家认同之间并非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公共生活不具有甄别善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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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不存在直接催生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天然

机制。 相反，社会公共生活因为容纳多元化价值观

念和多样化行为方式而具有极大的混存性，甚至寄

生着不利于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 因此，
尽管它构筑了公民形成和践行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和生成场所，但并非国家认同教育本身，仍然需要教

师进一步引导。 可以说，社会公共生活是新时代国

家认同教育的实践场域。
３．以反身筹划深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

民族主义错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生活环境正在形

成，并呈现出复杂而不确定的样态，也让是非善恶的

观念混淆在一起。 正如施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所

言：“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或

者最好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

经回天乏力了。” ［２６］ 在此种境遇中，惯常的生活样

态已经不复稳定，稳定的国家形象也不再清晰，随之

而来的是个体认同的冲突，必须独立承担各种无法

预知的风险，但也让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呈现出个性

化特征。 事实上，个性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已经成为人的一般性存在维度，必然会影响到

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情况。 “当国家进入分工状态

时，人的个性开始成长，出现了游离于集体意识之外

的倾向，个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得以培育。 人们一

旦学会了反省，思想就不能不产生分歧。 思想一旦

在质上和量上都随人而异，那么国家的离心力就会

逐渐增强。” ［１５］１１３可以说，个性化已经成为新时代

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无法避免的趋

势。 当然，新的生活环境建构起个人新的认知发展，
即个体对自身发展做出“反身性筹划” ［２７］ ，进而对

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进行调控。 面对逆全球化和多

元价值导致的复杂现实和价值冲突时，反身性筹划

涵括的“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反身调控”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对国家观念的判断、族别意识

的过滤和国际理解的接纳，从而实现对借由机械团

结产生的依附性国家认同进行超越。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的反身性筹划

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未验证的国家认同阶段，表
现为素朴的盲目顺从。 在这个阶段，公民对国家制

度、民族文化、历史知识等方面的认知主要来自教

师、父母或其他社会群体，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实质意

义，对国家形成了初步的、不稳定的认同感。 二是国

家认同的探索阶段，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反思。 此时，
公民开始对国家制度的内涵、自身与国家的关系等

进行理性反思，并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过程中与外

界因素相互形塑，从而渐进地对国家产生较为深入

的理解，形成较为稳定的国家认同感。 三是国家认

同的稳固阶段，表现为反身调控的引导。 在新时代

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深刻理解了“公民—国家”关
系、国家的制度安排、国家的优势及问题等，从而更

为理性、自觉地认同所属国家、认知他国，进而自觉

地监督制度优化进程。 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教育

仍然需要借由不间断地传递特定的价值理念，形成

对公民“反身性筹划”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从而促使

其将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念，再
经过理性反思、诠释和再建构，彻底完成对国家认同

的塑造。
经由三个阶段的反身性筹划，公民会不断深化

对国家的理性认识，不断强化对国家的价值信念，进
而基于对国家现实的深切体认而逐渐形成充分理性

的国家认同。 除此之外，公民的理性反思和反身调

控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自身能够突破集体话语

的权威，甄别一元价值的偏好，自觉为国家认同寻找

终极的理论支撑。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惟有自

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唯一有

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

的目标。” ［２８］这也意味着公民的反身性筹划会拒绝

以往国家认同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念，并保持对国家

形象和政治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也对国家的现代化

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我国而言，国家的现代

化建构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９］ 。 可见，
公民的反身性筹划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个体

内化路径。
总之，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

认同不再完全是单向的演进，而是双向的形塑，源于

两方面的供给。 一方面需要自身提供心智的支持，
以便对国家和民族形成理性的整全认识，并在公共

生活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另一方面则需要接

受国家认同教育传递的一系列制度信息、价值观念、
仪式象征等，以规范和修正自身的反身功能。 公民

唯有经历制度性优化、公共性实践和反身性筹划等

长期积淀，才能让真正的国家认同成型并化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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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实践行为，从而消弭全球化的时代风险、多元

化的价值冲击。

参考文献

［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１９４．

［２］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步［Ｍ］．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９．

［３］ ＲＵＰＥＲＴ 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ａ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６）：７４５－７７８．

［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周琪，等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 １９９８：６．

［５］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Ｍ］．叶江，译．上海：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６：１２．

［６］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Ｊ］ ．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３（９）：１６－２７．
［７］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１８（０１）．
［８］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９－

１１（０１）．
［９］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

国家认同理论［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７）：４６－６４．
［１０］任剑涛．窘迫的民族主义：在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 Ｊ］ ．中国

图书评论，２００９（８）： ５．
［１１］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Ｍ］．韩震，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２００１：３８－３９．
［１２］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Ｍ］．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５．
［１３］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

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３－２７（０３）．

［１４］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 Ｒｅｎ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ｖａｄ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２１．

［１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Ｍ］．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１６］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９）：５０．
［１７］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Ｍ］．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７９．
［１８］梁亚滨．疫情对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Ｎ］．学习时

报，２０２０－０５－１５（０２）．
［１９］卡斯特．认同的力量［Ｍ］．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６：６．
［２０］ ＢＲＵＢＡＣＫＥＲ， 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ｑｕｅｌ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４）：５３１－５４８．

［２１］习近平．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　 善于运用制度优势

应对风险挑战冲击［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４－２８（０１）．
［２２］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８）：２２－４６．
［２３］ＰＯＯＬＥ Ｒ．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Ｍ］．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

９８－９９．
［２４］阿伦特．人的境况［Ｍ］．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８．
［２５］李兰芬．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 Ｊ］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２６］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Ｍ］ ／ ／ 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

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６．
［２７］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Ｍ］．赵旭

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３９．
［２８］阿克顿．论民族主义［Ｍ］ ／ ／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

说文集．侯建，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１２６．
［２９］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０１）．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ｏｎｇ Ｊｉｎｇｙｕｎ　 　 　 Ｓｕｎ Ｙｉｎｇ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ｄｏｗ⁃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ｄｅｖ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思　 齐

６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